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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规制旨在通过各种命令–控制型和经济型手段，经由技术创新和产业转移等路径，实现其污染治理

的目的。近年来，空间溢出成为区域污染治理相关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空间溢出视角，

就环境污染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空间溢出对环境规制的污染治理效应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文献综述。

环境污染的不均衡性和地理集聚现象并存，呈现出较强的空间关联性和外溢特征。与此同时，环境规制

也存在空间溢出现象，一地环境规制的加强会对相邻地区的污染水平和治污绩效产生影响；各地区在环

境规制策略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模仿或博弈行为。空间溢出的存在，使得地区间联防联控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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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im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pollution control through variou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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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control and economic means, through the road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er. In recent years, spatial spillove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study of regional pollution control.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spatial effects of pollution spil-
lover, and the spatial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spillover. The imbalanc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coexist, showing strong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spillover characte-
ristics. At the same tim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lso has spatial spillover, the strengthening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one place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pollution level and pollution 
control performance of adjacent areas; there are obvious imitation or game behaviors in the en-
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of each region. The existence of space spillover makes joint pre-
vention and control between regions inevitable. 

 
Key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lution Control, Spatial Spillover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能否有效地治理环境污染，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也是考核地方政府业绩的重要尺度之一。党的“十

九大”提出要进一步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通过“实行最严格的环境政策”，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

丽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亦指出，要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科学、精准治污，促进生

态文明建设。随着我国污染防治工作的深入推进，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下降，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改善。毋庸置疑，政府实施的环境规制是推动环境治理的有力举措。 
环境规制是指包括环境政策在内的一系列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的政令、标准、制度和措施。除传统

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外，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型环境政策，如碳交易和环境保护税等，在我国也逐

步得以实施。环境规制旨在通过各种手段，从根本上实现“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目标。

从理论角度看，目前国内外关于环境规制的治理效应并未形成一致结论，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倒

逼减排”假说，支持该假说的学者认为政府实施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有效抑制企业的排污行为，影响

经济集聚，从而降低环境污染。第二，“绿色悖论”假说，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

升，污染排放者会希冀在环境政策出台之前，将污染排放，从而降低自身负担，加剧环境污染。第三，

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在不同的中介因素的影响下会呈现不同的结论，且存在一定的

门槛效应。从实践角度看，我国环境规制力度逐年增强。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2001~2017
年间我国环境治理投入增幅近 80%。我国在环境治理方面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以大气治理为例，根据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2017 年我国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和氮氧化物排放量相比 2007 年分

别下降 72%、46%和 34%。然而，整体上我国环境污染形势依旧严峻，《2019 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指出，我国大气环境质量达标城市比例仅有 46.6%，其中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空气质量相比其他区域相

对较差。在我国，环境污染及治理情况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一地的治污绩效不仅与当地的环境规制

有关，也跟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与邻近地区的空间联系密不可分，忽视空间溢出的存在，将导致治污

工作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鉴于此，本文基于空间溢出的视角，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后续相关

研究及污染治理机构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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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规制的污染治理效应 

环境规制是否具有污染治理效应，其作用路径又是怎样的呢？传统研究未考虑空间溢出因素的影响，

其有关观点综述如下： 

2.1. 关于环境规制污染治理效应的争论 

在“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下，伴随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环境污染的不断

加剧[1]。现有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于污染治理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吴明琴和周诗敏[2]以 1998
年实施的“酸雨与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简称两控区)”政策为实验条件，研究发现“两控区”政策的施行

增加了污染治理投资，改善了工业污染治理效果。初钊鹏等[3]指出，中央环保督查行政管制等手段能够

有效解决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在雾霾治理上行动目标不一致的问题。张倩倩和丁日佳[4]基于合成控制法，

发现环境规制政策能显著降低京津冀地区的煤炭消费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5]对北京二十年大气污染治

理历程进行总结时指出，北京市通过加强环境执法、能源结构调整和控制移动源污染等措施，取得良好

的减排绩效。 
也有学者指出，环境规制的治污绩效存在着不理想、不均衡现象。以京津冀区域为例，王婧和李裕

瑞[6]指出，京津冀区域污染排放趋势逐渐分化，化学需氧量及烟(粉)尘排放显著减少，但废水排放显著

增加，而二氧化硫、氨氮等废气减排不理想。从污染状况角度来看，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整体呈上升趋

势，时间上呈秋冬高、春夏低的特点，空间上呈东南高、西北低的特点，且城市污染普遍高于农村[7]。
殷阿娜和李从欣[8]的研究结果则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京津冀经济生态化发展具有显著负向作

用，经济激励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京津冀经济生态化发展的效应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 
我国环境分权而治，对于由此所带来的影响，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相比于环境集权，环境分权

便于各地区政府因地制宜，加强环境治理的针对性，并显著改善了污染状况[9] [10]。第二，环境分权会

加大地区管理的自主权，从而导致环境进一步污染，随着环境分权的扩大，政府管理自主性越强，环境

规制会对污染治理绩效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11] [12]。第三，环境分权与环境治理呈现非线性关系。彭星

[13]等提出环境分权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过度的环境分权削弱了对地方政府的约束，

不利于产业升级与绿色转型。由此可见，环境分权有利有弊，如何发挥其积极作用，有待于更深入的研

究。 

2.2. 环境规制发挥污染治理效应的路径 

环境规制发挥污染治理效应的路径包括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直接路径是指环境规制通过环保执法

和监察、对不达标企业关停并转、煤炭消费限制、增加环保设备投资等措施对环境质量产生直接影响；

间接影响是指，环境规制借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转移等中介作用对污染治理产生影响。以下重点阐述间

接影响的路径。 
1) 环境规制经由技术创新对污染治理产生影响。关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有以下三类观点：

第一，新古典理论提出“遵循成本说”，即环境规制使厂商的私人成本增加，产业竞争力受到严重影响，

从而会抑制了厂商技术创新的动力[14] [15]。第二，波特等[16]提出的“创新补偿说”，即适当的环境规

制强度能够诱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生“创新补偿”效应，部分甚至完全抵消遵循成本，增加企业竞

争力，因而环境规制会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第三，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呈现非线性(如倒 U 型)
关系，且具有区域和行业差异[17] [18] [19]。技术创新未必一定能改进环境质量，如果研发投入多被用于

促进生产技术进步而非绿色技术进步，对雾霾污染反而表现出一定的促增效应[20]。实际上，随着环境规

制的日趋严格，企业技术创新经历了从传统生产技术到绿色技术创新的演化过程[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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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规制经由区域间产业转移对污染治理产生影响。根据 Walter 和 Ugelow [23]于 1979 年提出的

污染避难所假说，地区间的环境规制差异会导致环境标准较高地区的污染向环境标准较低地区转移，从

而使接纳地成为污染避难所，恶化了接纳地的环境质量。孔令丞和李慧[24]等学者的研究验证了污染避难

所假说，指出我国近年来污染产业由东部向中部进而向西部转移的趋势明显，破坏了中西部地区的生态

环境。沈坤荣[25]认为环境规制诱发污染产业就近转移，虽然实现了转出地的局部短期利益最大化，但不

利于全局环境治理。许和连和邓玉萍[26]的研究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DI)在地理上

的集群，有利于引入环境友好型技术并改善我国的环境污染，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 

3. 环境污染的空间分布及溢出特征 

近年来，学者们对于环境规制污染治理效应的研究，开始关注区域间环境污染的空间联系以及其空

间溢出特征在环境污染治理中所发挥的影响。 

3.1. 环境污染的空间分布特征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我国环境污染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各地环境污染的状况有所不同。赵玉等

[27]对全国除西藏以外的 30 个省份 2004~2012 年的污染状况进行统计，发现长三角的江苏、珠三角地区

的广东，以及两地周边的省区污水及二氧化硫排放量较高。龚则周和张晓平[28]对我国 113 个环保重点城

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城市空气污染显示出显著的南北分化和东西变异，城市综合空气质量指数(CAQI)的
分界线为北纬 33 度线，该线以北空气污染比南部更严重，空气质量较差的城市主要位于华北和华中地区，

其中京津冀地区尤为严重。 
从局部区域来看，环境污染的集聚现象突出，呈现出较强的空间关联性。从分布特征来看，大气污

染同时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均衡和地理集聚特征。彭智敏和向念[29]基于汉江生态经济带 13 个地级市

2006~2016 年的面板数据，得出该经济带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体呈现出空间正相关性的结论。邵帅等[20]
采用全域和局域空间相关性指数，发现雾霾污染集聚特征为高－高型的雾霾污染区域集中分布在山东、

江苏、河北、河南、安徽、北京、天津、上海这一带。范丹等[30]的研究认为，我国雾霾污染高－高型区

域主要分布在京津冀以及与长三角的连接部分，低－低型分布于内蒙古部分地区、珠三角以及云贵地区。

曾浩和李亚男[31]在研究长江经济带城市雾霾污染时空演化特征时发现，长江经济带城市雾霾污染整体呈

现较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但从局部空间相关性来看，“高－高”型污染集聚分布在长江中下游苏皖鄂

地区，“低－低”型污染集聚则分布在长江上游地区。王春梅和叶春明[32]基于长三角地区 7 个城市

2013~2015 年的 PM2.5 日浓度数据，发现重雾霾污染在长三角地区是全局性的，且具有联动性。部分学

者研究了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王会芝等[33]指出，经济增长、城镇化发展、产

业结构和人口密度等因素推动了京津冀地区的雾霾污染。 

3.2. 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特征 

随着区域间相互联系和空间依赖性的日益增强，空间溢出效应成为区域环境治理研究中不可忽视的

因素。学者们发现，环境质量不仅是自身发展问题，还受到相邻地区污染溢出的影响。根据地理学第一

定律，相近的事物关联更紧密，由此环境污染溢出随空间距离增大而衰减[34]。Hosseini 和 Kaneko [35]
研究了污染在国家之间的溢出效应，而一国内部的污染溢出现象则更为突出。刘帅和张建清[36]利用

2000~2015 年我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 Moran'I 统计量和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进行检验，发现

在地理距离上废水废气污染存在明显的集聚现象和溢出效应；在经济距离上，三种污染物都有明显的正

向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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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磊和王运鹏[37]、刘华军和刘传明[38]基于省域碳排放及二氧化硫排放数据，实证考察了环境污染

空间溢出的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林黎和李敬[39]构建了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综合指标，采用网络分析法

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用网络密度、关联性、中心性和块模型等特

征指标来刻画环境污染空间关联的网络特征。空间关系的传递性以及交互性会对空间关联网络产生重要

影响，部分城市之间存在不平衡关系，某些城市仅扮演了关系的发出者或接受者。杨传明和 Gabor Horvath 
[40]采用非线性格兰杰检验确定了长三角城市群雾霾污染的关联关系，从整体和节点两个角度选取指标刻

画出其网络结构特征，指出 26 个城市间均存在雾霾污染关联关系，其中 15 个城市在空间关联网络中处

于相对中心位置，呈现较强的空间外向溢出能力。潘慧峰等[41]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指出北京和周围大

部分城市均存在领先滞后关系，即北京和周边地区雾霾污染相互影响，其中其他城市雾霾浓度提高对北

京的冲击衰减速度更快一些。与此相一致，史燕平等[42]运用 AR 模型、Granger 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

数，分析了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的溢出效应，指出京津冀地区相邻城市间的雾霾污染会相互冲击，北京

对其周边城市雾霾污染的冲击时间较长。 
学者们一致认为，污染溢出效应(外部性)是导致区域治污投入不足的重要原因。杨传明和 Gabor 

Horvath [40]在分析长三角雾霾污染时指出，雾霾污染呈现典型的外溢性、无界化和区域性特征，治理过

程较传统公共产品增加了跨时空特征，极易陷入失灵陷阱。因此，相邻地区应在污染治理问题上达成共

识，建立上下游补偿机制，联手解决污染的外部性问题[42]。 

4. 空间溢出对环境规制污染治理效应的影响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性原因，不同区域实施的环境规制强度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的规制强度高

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各省份之间也有较为明显的差别[43]。环境规制也存在空间溢出，并与环境污染的空

间溢出相结合，对环境规制的污染治理效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4.1. 环境规制治理环境污染的邻地效应 

在空间溢出的作用下，一地环境规制的加强，会对相邻地区的污染水平和治污绩效产生影响，即一

地环境污染不仅受到当地环境规制的影响，还受到周边地区环境规制的影响。 
一方面，一地环境规制的加强，会造成相邻地区环境污染的加剧。这是因为企业为了规避环境规制

成本，将生产经营活动转移至环境保护标准较低的地区，提高了接纳地的污染水平。张学功和柴敏[44]
采用 2003~2016 年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层面的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作用下工业污染

就近转移的机制。刘紫薇[45]与 Xueping Wu 等[46]的研究结论均说明，其他省份环境规制的加强，迫使

污染密集型产业向环境规制宽松的地区转移，导致当地的空气污染物排放增加。 
另一方面，一地环境规制的加强会使相邻地区受益。陆立军等[54]指出，当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政

策时不仅让所辖地区受益，也使得邻近的地方政府“搭便车”并享受该政府执行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

林春艳等[47]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邻地效应显著高于本地效应，环境规制对邻地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更

明显。刘满凤等[48]指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既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即技术溢出)，也有负向的溢出效应(即
污染溢出)，两者共同发挥作用。徐晔和孙家豪[49]的观点与此相类似，即环境规制的技术溢出效应与污

染溢出效应交织在一起，当污染溢出效应强于其技术溢出效应时，会促进当地的技术创新投入。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其空间溢出表现会有所差异。游达明和欧阳乐茜[50]将环境规制分为“行政命

令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认为前者对周边邻近地区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

用，而后者的空间效应不显著。李小平等[51]也认为，强制型环境规制对邻近地区的碳生产率存在负向溢

出，表现出严格污染管制下的就近转移特征，市场型环境管制对邻近地区碳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正向溢出，

https://doi.org/10.12677/aep.2020.105087


田翠香，唐泽龙 
 

 

DOI: 10.12677/aep.2020.105087 719 环境保护前沿 
 

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作用不显著。王淑英和卫朝蓉[52]则提出，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碳生产率(工业增加

值与碳排放的比值)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为负，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空

间溢出不明显。 

4.2. 相邻地区环境规制的竞争与合作 

空间溢出的存在，导致各地区在环境规制策略方面间存在着明显的模仿或博弈行为。Fredriksson 和

Millimet [53]通过对美国各州之间的环境规制策略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州政府之间的环境规制策略更多

地表现为“趋好竞争”而非“逐底竞争”。我国学者[54]也发现，由于各地区政府之间存在策略性互动关

系，相邻地方的政府部门会开展环境规制策略的博弈，并达到“逐底竞争”或“趋好竞争”的均衡点。

这种标尺竞争效应强化了各城市间环境治理绩效的空间关联性[55]，环境治理方面的相互模仿竞争使得我

国大气环境治理绩效呈现出空间圈层结构与多中心治理格局。 
空间溢出的存在，使得仅仅依靠本区域的环境规制来改善环境质量的观点备受质疑，学者们普遍支

持各相邻地区开展联防联控的污染治理策略。我国联防联控政策实施近十年，从政策实施效果来看，该

政策对于抑制大气污染发挥了重要作用[56]。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的经验表明，产业转换政策只是将雾霾

污染源从北京转换到了周边城市，但周边城市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反过来影响北京，部分抵消了产业转换

带来的雾霾治理效果。朱晨旭和冯百侠[57]针对京津冀大气环境污染防治中“各自为战”的特征，提出应

按照京津冀一体化的总体战略，进行产业调整和转型升级。其他学者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

协同治理策略，如协同规划和决策、优化整体产业布局、构建联动应急和利益补偿机制、综合运用市场

激励、信息公开和社会参与等手段，构建跨全域的协同治理策略等。 

5. 结论 

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深化应用，关于环境规制污染治理效应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特定区域，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考虑空间溢出的影响。在研究方法方面，采用了与传统回归分析不同的空间计量分

析方法。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环境规制既可通过国家政策规定等路径直接影响治污绩效，也可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移等

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环境治理效果。但国内外学者在研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产业转移的内在联系时，

并未形成统一的论断，环境规制的作用机理及路径还需进一步探讨。 
第二，我国环境污染表现出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以及空间集聚性，具体表现为较强的空间正相关特征。

此外，环境规制亦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但部分学者在溢出效应的考量方面，混淆了环境污染溢出和环

境规制溢出的概念，或过于关注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忽略了一地环境规制对相邻地区环境治理的影响，

从而未能将二者进行综合考量，来分析其交互影响及最终可能达到的均衡状态。 
第三，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研究的重点不在局限于环境规制政策工具本身，而是更多地关注地区

间的联动效应及博弈策略分析。突破狭隘的地区界限，加强地区间联防联控，构建环境保护一体化平台，

将环境协同治理工作落到实处，将成为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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